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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统治时期是汉代经

济 最 繁 荣 、 国 力 最 强 盛 的 时

候，此时的内部政治稳定、社

会有序，外部则重开西域、匈

奴臣服，史称“孝宣中兴”，班

固在 《汉书》 中说宣帝“功光

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

侔德殷宗、周宣矣”。汉宣帝中

兴与他整顿吏治有着很大的关

系，政治是社会的核心，本源

正则支流长，基石固则万事兴。

汉宣帝刘病已是汉武帝的

曾孙，刚出生时因巫蛊之祸被

关进了大牢。放出来后便搬到

了掖庭，青少年时期他常常游

走于市井街头，“数上下诸陵，

周遍三辅”。在民间长大的刘病

已不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手”的贵显天子，

而是一个深知百姓疾苦和生活

不易的普通人，“起自闾阎，知

人疾苦”。在与底层百姓接触的

过程中，宣帝发现百姓最苦的

就是官吏的苛政，“在民间时知

百姓苦吏急也”。要想改变百姓

的贫苦状态，让他们过上好日

子，最为重要的就在于解决吏

治问题，“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

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

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

石乎！”百姓们最渴望的就是公

平公正，如果官员施政能够秉

持仁爱之心，时时刻刻把百姓

放在自己心中，一丝一毫不敢

忘却自己身上的担子，那么百

姓便可以安居乐业了。为此，

宣帝经常督促地方官员多关心

百姓，“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

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数申诏

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

苦”，官员是为百姓服务的，应

该成为百姓的依靠和助力，而

不是当一个对百姓疾苦无动于

衷、高高在上的木偶人，“吏之

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

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

治 理 国 家 的 首 要 在 于 吏

治，“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

宣帝一直注意着“留心听政，

擢用贤良”。在汉代选举人才的

察举制中，汉宣帝特意提出选

举的人才要“亲民”“令内郡国

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亲民是

宣帝一朝察举制的特色，这对

当时的官场风气有着很大的影

响，有汉一朝的循吏以汉宣帝

时最多，出现了王成、黄霸、

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

一 大 批 “ 所 居 民 富 ， 所 去 见

思”的循吏，循吏在汉代是干

练担当、以民为本的代名词，

循吏的大量出现无疑是受到以

亲民为核心的察举制的影响。

此外，宣帝时的人才也是汉代

最多的，史书褒扬道：“汉世良

吏，于是为盛。”有可以和汉初

名相萧何、曹参媲美的魏相、

丙吉，还有治狱有方的廷尉于

定 国 和 多 谋 善 断 的 将 军 赵 充

国，文学之士则有享誉后世的

刘向、王褒，儒术之士又有萧

望之、夏侯胜等人，大批量的

能臣干吏表示了当时百姓生活

水平得到改善，地方的民风民

俗得到改良，国家的认同力凝

聚力得到增强。

汉宣帝还十分重视基层官

吏的生活状态。基层官吏直接

跟百姓打交道，是百姓认识和

了解国家的直接来源。然而基

层 官 吏 的 事 务 繁 重 却 俸 禄 低

微，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清

廉则难以养家，贪污则难以安

心，这种境地影响着基层官吏

服务百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降 低 了 政 府 的 公 信 力 和 影 响

力。宣帝特意提高基层官吏的

俸 禄 ， 好 让 他 们 能 够 安 心 工

作，“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

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

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汉宣

帝认为禄薄不能养廉，如果官

吏 尽 心 职 事 的 所 得 不 足 以 自

存 ， 则 他 们 很 有 可 能 铤 而 走

险 ， 最 后 给 国 家 造 成 更 大 的

损失。

汉宣帝中兴与整顿吏治 （一）
□□ 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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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 （1855） 五六月份，连续暴雨致

使河南兰阳县 （今兰考县） 境内的黄河水位迅

速抬高。六月十八日 （1855.7.31），铜瓦厢堤坝

出现坍塌。两日后，黄河在此处决口并由此改

道山东入海，这便是数千年黄河史中的最后一

次改道——铜瓦厢改道。黄河改道之后，山东

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新黄泛区，而原河道流经的

安徽和江苏则自此摆脱黄患影响。如果堵筑铜

瓦厢决口，使黄河重回故道，黄患会再次危及

安徽和江苏。对于清廷而言，这是一个二选一

的重要抉择。所以，围绕黄河“改道”与“复

道”问题，清廷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争论，历

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其中，“复道”派始

终处于劣势并最终以失败告终。

咸丰时期的“无防无治”

铜瓦厢堤坝被冲毁的当日，署河东河道总

督蒋启扬即上奏决堤之情并着手抢险工作，却

不承想仅仅两日之后，汹涌奔腾的黄河水脱离

原有河道一股脑儿地涌向山东，淹没摧毁大量

房屋、树木和田地。按照惯例，收到蒋启扬第

一份奏报的咸丰帝应即刻下诏抚恤受灾地方并

要求立即堵筑漫口。但是，随着黄河险情的不

断升级和堵口工程所需费用的日益明确，咸丰

帝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是数百年不遇的黄河大改

道，黄河堵口工程所需的巨额费用已远远超出

清廷财政的承受范围。并且，这一年正值太平

天国北伐西征之后的全盛时期，为应对太平天

国的军事威胁，清廷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倾向军

费，并于咸丰三年 （1853） 设立厘金制度以最

大限度地网罗民间资本来补贴军用支出。可以

说，在清廷财政捉襟见肘的当口，咸丰帝着实

无法筹集到巨额经费用于黄河的堵口工程。所

以，七月二十五日 （1855.9.6），在铜瓦厢决口

一月有余之后，咸丰帝下诏暂行缓堵漫口，要

求对改道后的山东黄河段因势利导、涉法疏

消。只是，因太平天国运动的牵绊和英法联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咸丰帝对黄河提出的

“暂缓”政策始终不曾有任何改变，且终其一生

未就黄河改道提出治理之策，最终致使黄河处

于“无防无治”的状态并侵蚀着新河道流经的

河南、直隶和山东地域。

同治时期的河运与海运之争

如果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军事压

迫，可以作为咸丰帝暂堵漫口的托词，那么通

过洋务运动开启中兴时代的同治一朝则开始主

动面对并尝试解决改道后黄河造就的灾难。此

时，“复道”派以恢复山东运河之漕运为由再次

提出黄河问题。同治七年 （1868），黄河在河南

荥泽发生决口，进入安徽省境并威胁江苏淮扬

一带。面对黄河决口和再次回归故道的可能

性，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借此时机提出黄河

“复道”的主张，并且给出了一个对清廷而言极

具诱惑的理由——黄河“复道”可以解除黄河

穿运之患，继而重开被黄河泥沙淤积而停运的

漕运。维持大运河畅通以保证漕粮的运输，是

历代中央王朝的治河重点，尽管此时慈禧面临

严重的财政困境，却也不愿意断然放弃对运河

的整治和漕运的维系。所以，慈禧派出曾国

藩、李鸿章等人对“复道”与漕运之间的关系

进行考察。只是，在调查行动开始之前，慈禧

太后早已下令进行荥泽决口的堵筑工作。最

终，曾国藩等人的调查报告在决口合龙之后才

送达慈禧手中。可以想见，这份调查报告的结

论只会有一个——“遽难恢复黄河故道”。

但是，“复道”派的努力并未停止，而慈禧

也依旧希望能够寻求河运维系的方式。同治十

年 （1871），黄河在山东郓城的决口再次为丁宝

桢等人要求黄河“复道”提供了契机，而这也

由此引发了朝野有关“复道”与漕运维系的一

场大辩论。最终，慈禧令李鸿章前往山东勘

察。5个月之后，李鸿章上奏称故道既复，河

运亦难以恢复。如若失去黄河的水流支持，借

黄济运的山东运河单纯依靠沂水和汶水等水

系，难以支撑运河漕船的航行。所以，黄河回

归故道对运河的治理无甚帮助。而且，经过洋

务运动洗礼的李鸿章提出应该由海运代替漕运

来完成由南至北的漕粮运输。运河不仅效率

低、运费高昂，加之各级官府的盘剥和贼患，

以及运河疏通的治理费用，漕运已经成为清廷

之积弊。所以，清廷应该趁此时机，将办河办

漕的财力和精力用于省时省力省财的海运。最

终，慈禧决意黄河“改道”山东，而同治朝的

争论最终以“改道”派的决胜而告终。

光绪朝堵口浚旧堤与顺河
修新堤之争

1875年，年仅 5岁的光绪帝登基，此时距

离黄河铜瓦厢改道已整 20 年。也正是在这一

年，山东巡抚丁宝桢着手修筑黄河新堤，但终

因工程浩大和经费紧张而在修筑一部分后宣告

中止，而“复道”亦被慈禧所否决，所以“复

道”派只能重新为减少山东黄患灾害寻谋出

路。其中，山东籍官员游百川等人提出将黄河

水引入山东境内的马颊河、徒骇河等以达到分

流黄河水的目的，但因清廷“暂缓开引”被否

决。既然已经毫无退路，时任山东巡抚陈士杰

开始大规模修筑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大堤，终

于光绪十年 （1884） 竣工。但由于经费短缺和

工程难度大等问题，大堤的质量并不尽如人

意，而山东民众亦对此怨声载道。

为更好地解决山东的黄河水患问题，慈禧

选择山西巡抚张曜前往山东勘察。张曜提出分

流 3/10的黄河水入黄河故道的建议，但这一提

议却遭到黄河故道流域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包

括两江总督曾国荃和江苏巡抚崧骏等。光绪十

二年 （1886），张曜就任山东巡抚，在不遗余力

地补修山东段黄河大堤的同时，更加积极地主

张分流黄河入故道。在黄河新道与故道各地方

官为黄河是否分流争论不休之际，黄河的再一

次决口将双方的争论推向了制高点。

光绪十三年 （1887），黄河在河南郑州段的

南岸决口，这一位于铜瓦厢上流的决口将黄河

水完全引回黄河故道，而此前铜瓦厢决口改道

造成的山东、直隶等地的新河道则完全断流。

趁此时机，山东巡抚张曜重提堵筑铜瓦厢决

口，让黄河重回故道。面对清廷赋税重地江苏

地域的黄灾，慈禧没有任何犹豫地要求迅即堵

筑郑州决口。至于是否堵筑已经断流的铜瓦厢

决口，让黄河“复道”或者“改道”，慈禧派遣

礼部尚书李鸿藻前往河南查办决口情形。经过

勘察，李鸿藻认为应趁此时机让黄河回归故

道。对于这一结论，慈禧的态度是清廷财政无

法在堵筑郑州决口的同时，再承受堵筑铜瓦厢

决口的费用。接着，慈禧要求曾国荃等人勘察

黄河故道，以初步估算修复故道的用度。

最终，曾国荃就黄河宜南或宜北两策，进

行了权衡，而其理由主要是为清廷算了一笔经

济账。此时，黄河已经改道30余年，而山东也

已经修筑了官堤，所以黄河“改道”山东并不

至于使山东受损。但是，黄河回归故道却有诸

多经济的损害。其一，故道下游流经之江苏是

赋税重地，如若受灾，则国家赋税损失严重；

其二，官方需要支出一笔巨额费用，以用于铜

瓦厢的决口堵筑；其三，“复道”之后，安徽、

江苏两省常年淤积和年久失修的旧河道已经难

以承受黄河带来的泛滥、决口、淤积等诸多问

题，所以必须重新修整旧河道。最终，清廷在

堵筑郑州决口之后，并未再提及铜瓦厢决口堵

筑之事，而争论30余年之久的黄河“改道”与

“复道”就此终结。

回顾历史，咸丰朝，由于战乱和时局动

荡，清廷着实无力堵筑铜瓦厢决口，更无心修

筑黄河新河道的堤坝；同治朝，饱受黄灾之苦

的山东地方官以保漕运为由要求黄河“复道”，

但是“改道”派却以无论黄河南行或北行皆无

益于漕运为由进行反驳，最终清廷放弃漕运，

而以海运取代之；光绪朝，山东官员利用郑州

决口再次挑起“改道”与“复道”的争论，但

是清廷最终因“复道”所需的巨额费用和可能

遭受的赋税损失而选择拒绝。所以，与其说黄

河“改道”与“复道”的争论以“复道”派的

失败而告终，不如说是清廷被动接受了黄河铜

瓦厢决口改道的事实，是在清廷积贫积弱状态

下的被迫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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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怎么研究国学？
□ 郝英明

国学是先辈传承下来的丰

厚遗产，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

在。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国学、

研 究 国 学 ， 并 予 以 其 现 代 诠

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 展 ， 对 重 塑 中 华 民 族 价 值

观，凝聚民族力量意义非凡。

国学研究者夏海，长期在

中央机关工作，结合工作实践

的感悟与对国学的深入研究和

思 考 ， 著 述 颇 丰 ， 如 《君 子

——〈论语〉与人生》《老子与

哲学》《品读国学经典》《孟子

与政治》《国学要义》等等，皆

以探本溯源的创新研究方式对

国学展开深入研究。夏海的近

作《国学溯源》，更是以独特的

研究范式、典雅通俗的文风，

重 释 先 秦 经 典 ， 探 寻 国 学 起

源，体现了当代学者在坚定文

化自信道路上的责任担当。

夏海以先秦儒道法墨为主

体，从原点探究国学，立意高

远。国学发展历经千年，各家

思想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

争辩、相互融合，不断丰富国

学的思想内涵，促进国学发展

演化。从横向看，以儒学为主

体，儒法道并存，互为表里，

相互影响，构成了国学的主体

框 架 。 霸 王 道 杂 之 、 外 儒 内

法，是传统政治的真实写照；

孔老并生、儒道互补，是学术

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穷则独

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士

大夫的价值追求和处世原则，

这些无不表明儒道法三家思想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从纵向看，将国学研究溯源于

先 秦 时 期 ， 更 有 拨 云 见 日 之

效。雅斯贝斯曾指出，“人类一

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

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

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

它重燃火焰”。当今时代，国学

的 研 究 要 回 到 原 点 ， 返 本 溯

源，穷究本末，从先秦诸家原

始经典中主要是儒道法墨中了

解传统文化的真面貌。先秦是

原点，离开了原点就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这种创新研究方式聚焦国

学源头，先是重点通过主要经

典和主要概念，总结归纳了对

传统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儒道

两家思想精华，并勾勒出先秦

时期诸子百家概貌；再分篇章

以孔子之仁、孟子之义、荀子

之礼、老子之道、庄子之游、

韩非之法、墨子之谦为主旨，

建构儒道法墨四家思想体系，

既为学术上进一步研究国学流

变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 溯 源 ” 基

础，也为现代社会和现实人生

贡献传统智慧和力量，其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夏海的创新研究方式遵循

学术性和通俗性相统一的写作

理念，秉持一贯的解构建构写

作方法，重在阐释义理，在学

术与普及之间实现平衡。学术

普及是学术传承发展的基础工

作，夏海长期从事国学研究，

致 力 于 国 学 普 及 ， 在 品 读 经

典 、 研 究 国 学 、 普 及 国 学 方

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

式和写作风格，为非专业读者

提供了打开国学大门的钥匙。

他所写的国学论著给人的感觉

是，外行人看了不觉得深，专

业研究者看了不觉得浅，讲清

楚了为什么学国学，怎样学国

学，怎样把国学蕴含的信念、

智慧内化于心等基本问题。普

及国学并非易事，从事学术研

究的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写

学术论文较为容易，因为它有

一定的可遵循的写作模式和表

达形式，而将学术成果转化为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普及读

物需要真正做到研究的深入、

方法的创新、文笔的优美。从

方法上，夏海注重经典的系统

性、解读的现实性和语言的通

俗性，他将散见在儒道法墨经

典中的观点梳理归纳，建构了

以仁为核心，仁、义、礼相辅

相成的儒家思想大厦；建构了

以道为逻辑预设，本体哲学、

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相互映照

的 道 家 思 想 体 系 ； 建 构 了 以

“法”为前提，法术势三位一体

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法家

思想基础；建构了以“兼爱”

为主旨，兼与别相对立，爱与

利相结合，体现平民百姓诉求

的墨家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

系的建构，避免了注释体解经

对单个词句的孤立理解，有利

于读者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儒道

法墨思想精髓。由此，读者可

以观照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问

题，却不拘泥于当下和眼前，

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读

懂国学的现代诠释。同时，行

文 流 畅 、 文 字 典 雅 ， 运 用 诗

词 、 名 言 、 典 故 等 也 至 关 重

要，这样可以把原本古涩艰深

的国学经典转化为生动易懂的

表述。

夏海的创新研究方式严守

原典文本，注重推敲，旁征博

引，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精益求精的写作精神和宽广的

学术视角。他怀着对学术的敬

畏之心，在建构儒道法墨各家

思想体系时，始终秉持严谨的

学术态度，以文注文、以人注

人 ， 不 凭 空 想 象 ， 不 随 意 发

挥，不任性议论，大到标题的

拟定，小到文字的打磨都凝聚

着作者深入的考量。夏海具备

西方哲学学术功底，学术视野

开阔，善于将中国传统文化放

在 世 界 文 化 大 背 景 中 进 行 考

察，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寻找异

同 。 比 如 ， 将 《韩 非 子》 与

《君主论》这两部关于君王统治

术的中西名著进行对比分析，

帮助读者感悟中西文化的差异

与同一；深入分析先秦法家法

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本质差

异，指出绝不能将二者混淆；

引用西方哲学家对道家思辨哲

学的评价，对比中西哲学传统

的差异，指出中国哲学侧重探

究“人与人”的关系，以“有

知探索未知”方式归纳提炼政

治道理和伦理准则，西方哲学

侧重探究“人与物”的关系，

以“有知验证未知”方式提炼

升华科学道理和自然法则。

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

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

同。”中华民族正处在实现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必须

对 中 国 文 化 有 一 个 自 觉 的 认

识，坚定文化自信。夏海的国

学创新研究方式阐发先秦圣贤

思想，赋予它以现代的诠释和

新的思想内涵，展现中华民族

光辉灿烂的文化魅力和思想智

慧，必将嘉惠学林，进一步推

进国学研究和普及。


